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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海底文化遗产保护制度的改进


李锦辉
（广东海洋大学海洋经济与管理研究中心　湛江　５２４０８８）

　　摘　　　要：随着近海勘探技术的进步，我国海底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着沉重的压力。

目前我国 《文物保护法》在海底文化遗产保护问题上存在着诸多问题。文章对相关立法的

缺陷进行了剖析，并提出了相应的改进建议。同时，探索借助多种社会力量参与的新的海

底文化遗产保护模式也是十分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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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目前我国海底文化遗产保护面临的严

峻形势

　　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文化，在漫长的历

史中，中国曾经有过辉煌的对外海上交往史，

中国本身沿海运输也曾十分繁荣昌盛。作为中

国历史文化的历史鉴证，中国沿海历史文物的

丰富程度也非同寻常。仅就中国沿海古代沉船

而言，据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学研究中心主任

张威估计，在中国沿海有不少于３０００艘的古代

沉船［１］。相对于陆上文物而言，沉没在中国近

浅海领域的文物由于深藏海底，在人类历史的

大部分时期内因为技术问题难以接触，因而避

免了大多数陆地墓葬被盗掘的命运。但随着人

类科学技术的进步，深藏海底的古代沉船已经

不再遥不可及。１９４２—１９４３ 年，ＪａｃｑｕｅｓＹｖｅ

Ｃｏｕｓｔｅａｕ和ＥｍｉｌｅＧａｇｎａｎ开发了水中呼吸器，

为包括考古学在内的一切水下科学探索提供了

最基本的保证［２］。随着这项技术的普及和发明，

浅海、近海区域的古代海底文化遗产开始受到

越来越严重的威胁。由于船舶的装载量大，在

文物市场上素有 “一艘船十个墓”的说法。通

常一艘普通中型商船就能装载１０万件以上的瓷

器，如此数量庞大的文物所具有巨大的经济价

值使得越来越多的国家和私人公司把目光瞄准

了中国沿海大量的古沉船上，中国沿海地区正

成为非法打捞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１９８３年，英国人哈彻在中国南海水域一艘

无名沉船上打捞了约２５０００件１７世纪中国瓷

器，绝大部分是景德镇的青花瓷器，同年哈彻

将其中２２１７８件在荷兰阿姆斯特丹拍卖，从中

获益超过千万美元。哈彻绝不会是第一个或最

后一个非法打捞者，１９９７年以来，中国水下考

古队在西沙海域进行过文物普查工作，结果就

发现了大量被盗掘的海底文化遗址。２００５年６

月，福建省平潭县 “碗礁”海域发现大量水下

文物。当地渔民、专业潜水员和各地文物贩子

蜂拥而至，进行疯狂抢捞。迫于文物破坏和流

失的严峻形势，一个多月后，国家博物馆水下

考古研究中心水下考古队首次对这艘被命名为

“碗礁一号”的沉船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

出古代瓷器等文物１６０００多件。而根据专家估

计，从这条船上被盗走的文物超过１万件。在

“碗礁一号”事件之后，盗捞团伙不仅具备了一

定的文物鉴赏知识，也更新了一批先进的打捞

设备，盗捞和交易手段日益升级。在２００５年查

获的非法打捞海底古瓷器案件中，盗捞者驾乘

的只是木质小渔船，航速慢，机动性差，水下

工作人员使用的也是极其简陋的潜水设备。而

２００６年查获的几起同类案件中，木质小渔船变

成了大马力机船或高速摩托艇，潜水设备也换

成了进口的先进潜海设备［３］。为了获得更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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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润，非法打捞活动开始出现组织化及公司化

的趋势，盗捞者加大资金投入，结成暂时性的

“股份公司”，潜水员利用潜水技术和设备入股，

按股分红。如此装备精良、组织严密的非法打

捞团体的大量出现使得我国沿海海底文化遗产

面临着更加严峻的威胁。

目前，我国海底文物保护实际上处于被动

的局势。文物保护机构面临强大的非法打捞组

织，只能采取获得线索后进行抢救性打捞和发

掘的方法。２００７年１２月２１日，沉没于广东省

阳江海域的南宋商船 “南海一号”进行整体打

捞。该船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海上沉船中年

代最早、船体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远洋贸易商

船，船舱内保存文物总数为６万～８万件。这也

是在盗捞造成水底文物破坏和流失的严峻形势

下进行的抢救性发掘。目前正在汕头打捞的

“南澳一号”古沉船也是如此。然而，就近几年

相关部门破获的案件来看，可以受到像 “南海

一号”或者 “南澳一号”古沉船这样严密保护

的只是少数个案，更多的古代沉船由于文物保

护部门执法力量有限根本没有办法获得像 “南

海一号”或者 “南澳一号”一样的保护，绝大

多数最终难逃被盗捞破坏的命运。

毫无疑问，如何应对日益猖獗的海底文物

非法打捞，保护我国海底文化遗产已经是一项

迫在眉睫的紧迫任务。而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

我国海底文化遗产保护目前面临的主要难题是

制度性的。各种制度，尤其是法律制度的缺陷

使得我国文物保护部门在与非法打捞的斗争中

处于下风。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在于：检讨这

些制度性的缺陷，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以期

实现对中国沿海珍贵的海底文化遗产的保护。

２　目前我国海底文化遗产立法保护的缺陷

（１） 《文物保护法》报告发现制度的缺陷。

由于我国文物保护部门目前尚未对沿海地区海

底文化遗产进行过系统地调查。对于我国海底

文化遗产的发现只能依靠在海上作业的渔民和

海上工程人员偶尔发现。作为对这样一种以偶

然性发现为主的方法的回应，我国 《文物保护

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

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

位和个人在任何活动中发现文物后均不得擅自

进行勘探、打捞或发掘，必须向相应的文物行

政管理机关报告。作为对发现者的激励，《文物

保护法》第十二条规定对于发现文物及时上报

或者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给予奖励。然而，

这一规定首先遗留了一个问题，如果发现的是

经过盗掘，但经过调查最终已经失去文物保护

价值的海底沉船等文化遗址，这种情况还符不

符合获得奖励的条件？从法律规定来看似乎不

能。但这样的发现实际上并不少见，渔民在捕

捞过程中发现了零散的海底文物碎片，甚至有

零星的完整文物。但这样的文物发现由于不符

合奖励条件，从而失去了获得奖励的机会。在

这种情况下，发现者将会更加缺乏主动向文物

保护部门报告的动力。

因此，从奖励发现报告制度来说，目前

《文物保护法》只奖励使文物获得保护的举报显

得过于功利化。公民个人或者单位发现海底文

物之后是否获得奖励完全依靠文物是否获得了

保护的效果而定，这一法律规定实际上是欠妥

的。就目前海底文物保护部门面临的挑战而言，

其主要欠缺的是信息。一处被盗的沉船遗址即

使不能再提供丰富的船载文物资源以供打捞，

但海底沉船以及沉船遗址仍有可能具有考古价

值。这一点正如至今仍然争论不休的安阳曹操

墓所展示的那样：盗空的墓葬仍然具有相当的

研究价值。另一方面，由于非法打捞的主要目

标是船载货物———在中国沿海的非法打捞主要

针对唐宋元明清代的古瓷器，船舶本身一般无

法引起非法打捞者的兴趣。这使得船舶被非法

打捞破坏的可能性降低。因此，沉没船舶并未

受到损害的情况增加。这就使得船舶本身依然

可能具有考古价值，尽管现在这种价值可能因

为船载货物的大量被盗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

但其可以提供的价值仍然可能是有价值的。因

此，仅关注海底沉没船舶所载的文物的保护，

甚至狭隘地将文物受到保护理解为发现载有大

量文物的并及时报告才能受到奖励是与文物保

护的目的背道而驰的。文物保护部门对文物的

理解应当是整体性的，应当将文物与载具以及

周围环境作为一个整体加以理解，而不应该像

非法文物贩子一样将文物理解为船载器物。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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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保护法》目前的规定并没有体现出这

一点。

法律规定如果要实现更加有效的保护文物

的目的，其目标应该着眼于将奖励目标、方法

及手段等改为对信息的奖励，即，应当是着眼

于获取了多少信息，而不是着眼于对最终发掘

了多少实物进行奖励。由于目前我国海底文化

遗产信息高度匮乏，获知并建立海底文化遗产

信息是进一步进行保护的基础。建立对相关的

信息举报奖励制度才是有效地应对海底文化遗

产保护难题的首要任务。

就目前立法而言，已经有多部法律建立了

对信息的奖励举报制度。在我国的反贪污贿赂

的举报制度之中就有对首先举报者进行奖励的

规定。这一做法完全可以移植到对海底文化遗

产的保护之中。就具体立法而言，可以规定有

举必奖。即规定的只要是文物管理部门未登记

在案的举报信息都有奖励。举报者获得的奖励

可以不是一次性的，在经过文物保护部门查证

后，如果发现了更重要的其他信息，如尚未捞

取的文物的数量较多，为侦破其他案件提供了

重要线索等均可以获得更多的奖励。这种阶梯

累进奖励办法的好处在于，举报者与国家进行

的合作由一次性合作变成了多次性合作。而经

济学囚徒困境博弈的研究证明，在存在多次合

作的可能性的情况下，合作的策略会取代不合

作的策略成为占优策略［４］。发现文物的单位或

者个人选择与文物保护部门合作的可能性将大

大增加。

从 “有信 （息）必奖”这一实践的可能性

来看，国家完全有能力承担对发现者的奖励。

虽然我国目前尚未进行对近海水域海底文化遗

产的调查，但根据目前现有的资料来看，最大

的估计也仅是３０００艘。作为对发现者的奖励而

言，即使每发现一艘奖励额高达１万元，就我

国目前庞大的财政收入而言，实施奖励的费用

并不构成太大的负担。在目前国家财政能力较

为充足的情况下，加强对海上作业发现文物奖

励的宣传和奖励，无疑会带来良好的效果。

因此，为了更好地实现保护海底文化遗产

的保护，除了加大法律宣传力度之外，今后在

修订文物保护法时应当体现对奖励政策从对实

体文物保护进行奖励向提供信息进行奖励转变。

就目前的情况而言，可以由几个沿海海底文化

遗产较多的省份先行制定相关地方性法规或者

政府部门规章以敷急用。

（２）现行 《文物保护法》确立了保护为主、

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

针。这十六字方针既是指导新时期文物工作的

法律准则，也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文物保护

和利用这一关系的根本出发点和法律依据。一

方面，保护、抢救、利用和管理是整个文物工

作的四项基本任务；另一方面，保护和抢救是

核心和前提，利用是在合理范围内的利用，管

理是工作的基本保障。换言之，文物保护是我

国文物工作的中心任务，但是，该法也未能明

确如何 “保护”。

有学者认为，对于海底文化遗产应当遵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水下文化遗产公约》

的倡议实施原地保护。原因在于，文化遗产常

年处于相对稳定的陆地环境或者水下环境中，

可以认为，多年来遗产已经和周围环境达到了

某种平衡状态，包括发掘在内的任何人为扰乱

都可能严重干扰这种平衡状态，造成文化遗产

的坏变［５］。考古学家们也指出，由于目前技术

水平有限，尤其是保存技术有限，对水下文化

遗产进行考古发掘、打捞出水并非最有效的保

护方式；水下环境相对较为稳定，物品进一步

受侵蚀、坏变的速度相对缓慢；而一旦打捞出

水，新一轮的侵蚀过程很快就开始了，物品很

容易遭受坏变乃至彻底灭失。因此，在出现更

先进有效的技术之前，让这些文化遗产继续处

于原位，反而更有利于保全这些文化遗产。如

此一来，通过将水下文化遗产留在原地、保全

水下遗址的物理完整性，也就保全了它所包含

的考古、历史或文化信息。在此意义上，实行

就地保护这种方式更能保存其所蕴含的考古、

历史和科学信息，更有利于传承人类文明［６］。

从科学实验结果来看，就地保护的确是一

种比较理想的保护方法。事实上，在我国的文

物保护实践中，对陆地文物的保护也有采用相

同原则的实例，如，陕西的唐高宗与武则天的

合葬陵至今仍然未进行发掘。尽管有各种进行

发掘的提议，但文物保护部门出于对文物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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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无法实现保护文物的目的的担忧，至今仍

然没有进行发掘。这一实践得到了许多文物保

护专家的肯定。

但是，我国文物保护面临的难题在于：文

物保护部门的资源是有限的。文物保护部门并

没有专业的执法力量。原地保护必须要依靠海

关和边防等机关的支持和配合才能进行。面对

我国几千年历史遗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并不是

每一处文物遗址都能够得到像唐高宗陵那样的

保护。绝大多数的古墓的命运都是被盗掘。随

着近些年来文物收藏市场的快速升温，盗掘古

墓的违法犯罪行为呈快速上升势头。面对遍地

开花的盗墓盗掘，文物保护部门只能被动地跟

在文物贩子后面进行抢救性发掘。这一尴尬局

面在海底文物保护方面就更加突出。目前我国

文物保护部门海上执法确实面临很大困难，无

论是要对内水、领海、毗连区乃至专属经济区

内过往的船只进行监测，以防止其从事非法打

捞活动，还是对这些海域中已发现的沉船遗址

实行保护、阻止盗掘活动的发生，执行起来都

有很大困难，甚至不可能执行。

在此，我国海底文化遗产保护实际上面临

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要么对发现的海底文化

遗产进行原地保护，但由于保护资源的匮乏实

际上使得海底文化遗产处于巨大的被盗掘的风

险之中；要么进行发掘，并承担发掘之后文物

被侵蚀损坏的可能后果。毫无疑问，这两种后

果都不是最好的，但主动进行抢救性发掘至少

还能使文物受到一定程度的保护。

因此，作为一个无可奈何的现实的选择，

在一定范围之内 （近浅海区域），由于这些区域

的海底文化遗产面临的风险极高，由国家文物

保护部门系统地对文物进行发掘实际上是在迫

不得已的情况下合理的选择。实际上，近些年

来中国文物保护部门对保护文物的制度创新和

尝试就是对法律规定的 “保护为主、抢救第一、

合理利用、加强管理”这十六字方针的灵活应

用。例如，在广东阳江兴建的海上丝绸之路博

物馆就是一次极好的尝试。在广东省、市两级

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文物保护部门对发现的宋

代古沉船 “南海一号”进行了整体性打捞。而

在打捞的过程中更是注重了把沉没船舶总体尽

量放置于原始的海洋环境之中。因此大大减轻

了文物受到侵蚀的可能性。更重要的是，宋代

古沉船 “南海一号”的打捞，试图运用商业的

力量，实现文物保护、商业利益以及向民众普

及考古知识等多重目标。建立起政府主导，商

业参与的可能的模式。这一模式能否建立，效

果如何还有待观察。但 “南海一号”长达近２０

年、耗资过亿元的发掘历程需要巨额资金的支

撑，而沉船在被打捞出水之后的后续保护费用

可能更加高昂。如果仅仅依靠国家财政输血，

很可能面临着难以为继的局面。而当地政府借

助新闻传媒和商业推介的力量将 “南海一号”

形成了一个具有发展潜力的旅游产业，保证了

后续保护费用的来源。减轻了政府部门的负担，

增加了当地旅游收入，带动了相关服务业的发

展。在对文物影响最小的前提下，实现了经济

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增加。这种保护模式在中国

目前的情况下是最现实，也是最具有可行性的

选择。

从 “南海一号”的打捞以及相应的保护措

施来看，社会力量和商业资源在政府的合理调

控下应该是可以做到与文物开发保护结合的。

因此，对于 “保护为主”不应该狭隘地理解就

是将海底文化遗产留在原地。作为一种极具考

古、文化价值的遗产，我们也应该注意到海底

文化遗产所具有的商业价值，并应该利用这种

商业价值来为保护海底文化遗产作出贡献。而

在引导各种社会力量尤其是商业资源进入海底

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现行法律可以说是一片

空白。

相比较而言，国外在私人力量介入海底文

化保护方面就有很多经验可以借鉴。事实上，

早有允许私人力量介入水下文化遗产发掘或对

遗产进行商业性开发的先例。如，英国政府就

认为英国领海海床上大约有１００００处沉船遗址，

但法律不可能保护所有的沉船遗址，也不是所

有的沉船遗址都值得法律保护，法律必须集中

精力和资源保护最重要、最典型的水下文化遗

产［７］。换言之，私人可以打捞政府认为不重要

的那些沉船遗址并从中牟利。英国政府还和美

国的奥德赛海洋探索公司合作打捞了１９６４年沉

没的英国军舰 “ＨＭＳＳｕｓｓｅｘ”号。根据双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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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２年签订的打捞合同，奥德赛海洋探索公司

享有部分打捞出水的物品，或者打捞物销售后

的盈利［８］。

而我国南海周边的一些国家，如菲律宾和

印度尼西亚等则采用授予外国打捞者签订合作

协议或特许权协议的方式打捞沉船。如，在菲

律宾，外国打捞公司经过申请并缴纳申请费，

在获得菲律宾国家博物馆的许可证后，就可以

进行海底打捞工作，但必须按协议与其共同分

享打捞物［９］。

从世界各国的经验来看，水下文化遗产保

护工作需要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政府在保护

方面的投入相对有限，如果对中国沿海的海底

文化遗产需要进行发掘都采取专业的考古发掘

方式是不可能的。但如果能借鉴 “南海一号”

的保护思路，在政府部门的引导下，合理、有

序地允许相关社会资源介入水下文化遗产的打

捞保护以及后继的开发利用，则是一个较好的

解决问题的思路。在这方面，沿海省份完全可

以先进行地方性立法探索。为以后社会资源介

入的法律保护铺路，在条件成熟后再考虑对

《文物保护法》的修改。当然，必须强调的是考

古专家在这一过程中的话语权。地方旅游经济

等发展目标必须为文物保护让道。同时，地方

政府也必须意识到：旅游经济的繁荣最终必须

依托高质量的船舶保护作为支撑，没有过硬的

文物保护基础，暂时的旅游繁荣只会是昙花一

现的过眼云烟。地方政府应当有更长远的规划，

把我国的海底文化遗产保护事业作成留给子孙

后代的遗产。

３　结束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社会资源完全可以

介入到海底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中来。在国内居

民消费逐渐向旅游休闲等非物质消费转移的背

景下，我国的文化博览业有着更加广阔的发展

空间。如果允许社会资源适当合理地介入文化

遗产保护，不仅可以更好地保护文物，还能推

动全国文化消费和投资的进一步发展，进一步

带动实体经济发展。具体而言，完全可以考虑

由商业组织参与文物保护部门的海底文化遗产

保护行动，商业组织固然不能获得海底文化遗

产的所有权，但在海底文化遗产的展览、宣传

以及推动相关旅游产业发展方面，富有经验的

商业组织完全可以参与其中。这种共同合作的

模式实现了商业开发和文物保护的双赢，使得

海底文化遗产保护有可能进入良性循环的轨道。

当然，这一切都必须以保护文物为前提。

最后，笔者的观点可以总结为：建立起以

获取信息为目的的海底文化遗产保护制度；在

现有条件下准许灵活地采用最有效的方式保护

海底文化遗产；在考古专家的指导和政府部门

引导下有序地允许相关社会资源介入水下文化

遗产的打捞保护以及后继的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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